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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水平及教育模式选择[1]  

张朝雄  

内容提要：本文以配额抽样方式调查了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知识。调查显示，青年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
播途径还缺乏科学的认识。运用“继续社会化”理论，比较了社会化的正式机构，如家庭、单位、社区等对青年流动人
口艾滋病知识积累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区教育对流动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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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艾滋病,医学全名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AIDS)”。它是由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
HIV)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导致病人非常容易患各种少见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病人死亡的传染病。艾滋病自
1981年在美国首例报导后的15年来,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和流行蔓延。它波及到全世界180多个国家的数以千万计的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80年代初全世界约有10万名HIV感染者,到1995年发展为近2,000万人,其中包括150 万儿童,
艾滋病人达450万,死亡150万人。现在全球仍然以每天6,000人被感染的速度增加（王维，魏巍，1996）。各国具体感染
人数和新增人数如表一所示。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灾区”。例如:1998年全世界患艾滋
病或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达3340万,其中非洲就有2250万；1998年全世界新增加的艾滋病感染者有580万,其中非洲人
为400万,占总数的70%；1998年非洲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达200万,为全世界因艾滋病死亡人数的250万的4/5；世界上艾
滋病流行率达到10%的9个国家均为非洲国家；全世界15岁以下感染上艾滋病病的儿童10个中有9个来自非洲。至少有95%
的艾滋病孤儿来自非洲:自从发现首例艾滋病起,非洲共有3400万人受到感染,其中已死亡1150万人,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由
此类病因而死亡者总数的83%（彭现美，2004）。  

  

表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艾滋病在世界各地的统计数据  

地区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新增感染者  2003年死亡及艾滋病患者总数  
非洲（撒哈拉以南）  2500万—2820万  300万—340万  220万—240万  
北非和中东  47万—73万  4.3万—6.7万  3.5万—5万  
亚洲（南亚和东南亚）  460万—820万  61万—110万  33万—59万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21]  

    

中国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之后，目前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快速扩散期（殷大奎，2000；彭现美，
2004），并且感染者呈15度角直线上升（景兴科，曾莉，2003）。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已有1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并预测到2010年为止,感染者人数将达到1000万。虽然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情况仍低于国际标准(低于人口的1%),但新发病
例人数的快速增长已经非常明显.2001年上半年HIV感染率比2000年上半年增加了67%（Joan Kaufman，Jing Jun，
2002）。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知识现状及其教育模式的选择。选择青年流动人口
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从青年的年龄特征来看，他们正处于性活跃期，性行为频繁，但是又缺乏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
如何预防艾滋病。他们正是性的弱势群体。调查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180万15～24岁的青少年感染了艾滋病，其中大
多数是女孩子,为730万,男性450万,全球每天大约有6000名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景兴科，曾莉，2003）。同样地，在我
国HIV感染者中,79%HIV感染者为20～40岁的人群（何景琳,谢蕾，2000）。因此青少年已成为当前预防和控制AIDS/HIV
感染的重点人群（黄金，王红红，2003）。关注青年的艾滋病现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也是基于人权的考虑。1994年
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成为优先关注的目标之一。184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此制定了
共同的原则、目标和行动基础，要求保护青年获得生殖健康教育、宣传和保健的权利。这成为促进青年生殖健康的新的
里程碑。在青年流动人口中开展性教育既体现我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关爱，对人口素质的重视，也是国际人权发展的客
观要求。  

（二）、从流动人口的特征看，流动人口具有与常住人口不同的特征,在迁移过程中,他们不仅成为艾滋病的易感人
群,同时也成为艾滋病扩散的重要媒介（莫国芳，吴瑛，元兮，2004）。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暂时脱离了农村社会管理的制
度约束，也失去了农村社区熟人圈子的舆论约束，青年“打工仔”“打工妹”更失去了家庭约束。他们进入城市后完全
处于一个陌生的工作和社会环境中，又没有规范的组织制约，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由人群”（余红，丁骋骋，2004）。
他们居住环境差，欠缺必要的卫生条件，知识层次低，缺乏自我保护、保健意识，无法得到应有的卫生知识指导和生殖
健康服务。在他们当中婚前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意外怀孕、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发生率较高（王树新，2000；郑
立新，2000；孙晓明，2001；楼超华，2001）。目前在各地进行的“扫黄打非”行动中，抓获的卖淫者，大多是外地来
的农村女青年（余红，丁骋骋，2004）。因此，他们的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更大。云南省某县1190名长途汽车司机中
1.51%HIV阳性。徐臣等对1,517名村民进行外出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研究，结果有外出史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15.6%显著高于无外出史者的8.8%。山西省1995-1999年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6.7%为流动人口（徐缓，何景
琳，2001）。  

（三）、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看，青壮年是其主力。根据199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15-49岁青壮年劳动适
龄人口占流动人口的69.9%，其中25-34岁占30.7%，25-29岁是进入城镇的峰值年龄组，占流动人口的20%（胡英，
2001）。胡苏云、赵敏以上海为个案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同样证明，进城务工群体的主流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者（胡苏
云，赵敏，1997）  

由此可见，青年人群和流动人口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那么，青年流动人口当然就是高危人群中的高危人
群了。对他们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已成为关系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
观念的影响，和艾滋病被广泛地道德化的事实，使得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区，艾滋病预防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
够。青年流动人口急需获得有关的科学知识，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和良好的服务。但是他们至今仍然是未能满足需求
的社会敏感人群。这样一个庞大的、处于性活跃期的群体的生殖健康教育长期地被忽视，更使得对他们的“补课”是迫
在眉睫，时不我待。  

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于艾滋病到底应该重点预防还是“人人预防，一个都不能少”呢？学者们争论不一。  

时至1995年，爱德华•劳曼、盖格农等人出版了《性存在的社会组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系统地创建了“性
存在的社会网络理论”。该理论用抽样调查数据证明，人类的性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两个人的互动之中，而是发生于许多
人的性关系所结成的性的社会网络之中。也就是说，凡是有过多个性伴侣的人，客观上已经被这个网络组织起来。这样
他们的性行为就受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影响，这就是性存在的社会组织（见图一）（郑杭生主编，2003）。“我和
我的性伴侣（们）的性伴侣（们），虽然素昧平生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
大的 ‘性的网状实体’之中。”（Laumann, 1994，转引自潘绥铭，2001）。  

东亚和太平亚地区  70万—130万  15万—27万  3.2万—5.8万  
拉丁美洲  130万—190万  12万—18万  4.9万—7万  
加勒比  35万—59万  4.5万—8万  3万—5万  
东欧和中亚  120万—180万  18万—28万  2.3万—3.7万  
西欧  52万—68万  3万—4万  2600万—3400万  
北美  79万—120万  3.6万—5.4万  1.2万—1.8万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2万—1.8万  700万—1000万  100万以下  
合计  3400万—4600万  420万—580万  250万—350万  



如果在任意两个网状实体之间，有某个人与双方都有性关系，那么这两个“网体”就被联接起来，形成更大的“网
体”。这样的联接者也就被称为“桥梁人群”（bridge population）。如果没有他们，艾滋病不会自己跑到其他人群
里面去。因此，他们才是防病工作的重点对象（Aral，2000，转引自潘绥铭，2001）。性存在的社会网络理论证明预防
艾滋病应该“抓重点，抓主要矛盾”。显然性网络中的“桥梁人”就是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就是预防艾滋病的重中
之重。  

人口的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
加速传播。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中有25.7%发生过多伴侣性行为（潘绥铭，2004）。孙晓明等在昆
山市流动人口较多的外资企业中调查发现，“在有性行为的未婚青年中，近1/5的人有多个性伴侣，而且教育干预之后并
没有转变”（孙晓明，2001）。这样，青年流动人口在整个性的社会网络中就起到了活跃的“桥梁人”的作用，沟通了
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巨大的“网体”。 在高呼性解放的今天，这种性的社会网络发挥的“负功能”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预防调查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一 性的社会网络示意图[i]  

  

三、文献回顾和研究设计  

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民工流动是当代中国“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一（张兴杰，王骝，2001）。流
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它特指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滞留从事各种经济
社会活动的人口（胡伟略，1997）。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研究主要侧重宏观方面，如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刘
精明，2001；李强，2003）、身份角色（王春光，2001；甘满堂，2001）、社会保障（郑功成，2002）、教育与管理
（冯桂林，朱玲怡，1996）等等。关于流动人口的微观研究则比较少，且大多集中在经济生活领域（冯桂林，李林，
1997；李强，2001）。在艾滋病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并且由于抽样困难，研究者大多采用定性的方法进行
现状描述（郑立新，2000；楼超华，2001），较少采用定量的方法，解释性的研究也比较少，理论分析不够。  

关于艾滋病知识调查，目前的研究大多围绕大学生、中学生进行，很少针对流动人口（潘绥铭，2000/2004；徐
莉，2000）。  

非网络多伴侣 
单一伴侣 
第一网络 
第二网络 
再婚 
离婚 
图例： 
=女性 
=男性 
=桥梁人 



为了克服以往一些研究的缺陷，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青年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知识进行调查。并运
用“继续社会化”理论，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比较各种艾滋病教育模式，从而选择适合流动人口的艾滋病教育模式。  

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市外来流动人口已达308.4万人，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其
中15-39岁的青壮年最多，达236.1万人，占76.6%。那么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现状是如何的呢？他们艾滋
病知识的积累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怎样的性教育模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在北京市青
年流动人口中展开了一次艾滋病知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我们采用配额抽样和问卷调查[ii]方式共走访调查了31家建筑工地、商场、餐馆等。发放问卷170份，回收问卷158
份，回收率93%，其中有效样本数为143份，有效率为84%。调查时间是2005年1月1日至1月10日。  

根据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北京市流动人口在商业服务业的占近50%，在建筑业的占27.6%，在制造业的仅
13.8%。男性占66%，女性占34%。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只调查了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两个行
业。按照配额抽样方法，在此次调查样本中，建筑业有64例（44.8%），商业服务业79例（55.2%），男性87位
（60.8%），女性56位（39.2%）。大致符合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布比例。被调查者正处于青春期这个人生重要的转型期
之中，年龄集中在19～22岁，平均年龄21岁（见表１）。其中14%的人有过性经历。  

表1：样本的年龄分布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绝大部分为初中和高中。见表2。  

  

 表2： 外来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构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调查涉及的话题较为敏感。因此，调查的信度是保证结论可靠的重要条件。为此，我们
在问卷中专门设计了一些“测谎”问题，包括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提问和逻辑上的测谎。通过“测谎”，总共剔除
了15份样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四、调查发现  

（一）基本情况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11种传播途径，由调查对象选择对或错。每个人选择的正确答案数为其AIDS知识得分，选对一
题得一分，满分为11分。经调查统计，最高分为11分，最低分为4分，平均分为8.17分，标准误1.67分。具体分值分布
如表二所示。对各条目的回答错误率构成见表三。 

从表三可以看出：  

    第一，青年流动人口在各条目上的错误率大致相当。除了“握手”这一途径的错误率稍低外，其余选项的错误率大
致都在20%-30%之间。可见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播的本质缺乏了解，对各种传播途径都半信半疑。  

    第二，7%的青年流动人口认为握手会传染，29.4%的人认为共用碗筷会传染，19.6%的人认为和别人一起洗澡会传
染，18.2%的人认为使用别人被褥也会传染。可见流动人口对这些日常接触存在着被传染的恐惧，认为皮肤接触也是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之一。  

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很容易造成对艾滋病人的社会排斥，损害艾滋病人正常的社会权利。  

    第三， 22.4%的人认为只要爱上同性，哪怕没有发生性行为也会传染艾滋病。可见社会对同性恋也是缺乏客观公正
的认识。11.2%的人担心戴避孕套性交也会传播艾滋病，不了解避孕套的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功能。28%的人认为接吻会传

染艾滋病。这可能是“病从口入”的观念在作怪吧。  

  

年龄（岁）  1 5～18  1 9～22  2 3～26  2 7～30  
比率（%）  19.6 58.7 16.8 3.5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
上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  

 比率（%）  5.6 31.5 56.6 4.2 2.1 



                                     表二： 得分分布表  

  

  

  

表三：青年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识  

（回答错误率）  

  

    第四，错误率最高的是“给对方输血”这一选项。58%的人认为这也会传染。这都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给闹的。  

虽然社会上报道了不少因输血而染病的事实，但流动人口并不真正了解背后的传染原理。卖血之所以会感染艾滋
病，关键在于那些买血的人（血头）太混蛋。他们把农民的血抽出来之后，用离心机提取血清，然后再把血浆给农民输
回去。------可是这些买血的家伙，把从许多农民身上抽出的血，混在同一个离心机里面，然后再分别输回到农民身
上，而且很可能不是原来抽血的那些农民。于是，只要在一大群卖血的人里面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那么通过这种
“抽出——混合——输回”的过程，艾滋病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概率传播给极多的人（潘绥铭，2004）。  

第五，27.3%的人认为直接输入了艾滋病人的血液不会传播，33.6%的人认为不戴避孕套性交也不会传播，28%的人
认为共用注射针头仍然不会传播。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青年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知识缺乏科学的认识。一方面夸大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方面又对真
正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视而不见。  

  

（二）流动人口与大学生和全国同龄人口的比较  

以上我们分析了青年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水平，那么与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大学生和全国同龄人口的平均水平相
比，青年流动人口的水平又处在哪一层次上呢？潘绥铭曾与1997年和2001年对北京市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进行过调查，
并与2000年进行了一次关于“当代中国人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为此，笔者引用了这几次调查的有关调
查数据，以便和青年流动人口作比较。（见表四）  

表四：流动人口、大学生、全国20～24岁总人口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识  

         得分  频数  比例  累积百分比  
4.00 1 .7 .7 

          5.00 8 5.6 6.3 

6.00 17 11.9 18.2 

          7.00 25 17.5 35.7 

          8.00 24 16.8 52.4 

          9.00 34 23.8 76.2 

         10.00 24 16.8 93.0 

         11.00 10 7.0 100.0 

 总计  143 100.0   

途径  人数  比例（%）  
第1项：握手  10 7.0 
第2项：共用碗筷  42 29.4 
第3项：一起洗澡  28 19.6 
第4项：使用别人的被褥  26 18.2 
第5项：爱上同性  32 22.4 
第6项：性交，但是戴避孕套  16 11.2 
第7项：接吻  40 28.0 
第8项：给对方输血  83 58.0 
第9项：输入对方的血  39 27.3 
第10项：性交，不戴避孕套  48 33.6 
第11项：共用注射针头  40 28.0 



（回答错误率）  

单位：%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20]  

  

从表四中可以发现：与大学生相比，流动人口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大学生相差太多；与全国20～24岁总人口相
比，流动人口反而高出很多。  

在调查的11项途径中，有5项（表格中黑体字部分）流动人口的回答错误率比2001年大学生低，有6项（增加了“用
别人被褥”这一项）比1997年大学生低。1997年，在中国大学生中，只有10.7%的人回答完全正确，既没有多选也没有
少选。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至13.9（潘绥铭，2004）。但在流动人口中这个比例也达到了7%，与大学生相差不是太大。
潘绥铭发现， “与我们通常的看法大不一样。年纪大的、文化程度低的、女的、农村的，在这个知识（指艾滋病传播途
径，笔者注）方面都没有显著的差异，懂的人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潘绥铭，2004）。而我们的调查也至少证明
文化程度并不是影响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主要因素。当然我们说流动人口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大学生相差太多，并不是
说流动人口的水平很高。而是流动人口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都比较低。因为两者的错误率都比较高。  

此次调查对象的年龄为20.6±2.6岁，大致也在20～24岁之间。因此可以认为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了解比
全国同龄人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  

五、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教育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针对流动人口对艾滋病认知上的一些误区，政府与社会应当发挥积极的功能，既要向流动人口传播有关知识，也要
向他们提供如何保护自我的技能，防止人们产生“恐艾症”。那么怎样的教育模式是切实有效，而且容易被流动人口接
受的呢？本文试运用“继续社会化”理论，通过实际调查数据，回答上述问题。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
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再此过程中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
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完善”（郑杭生主编，2003）。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社会教
化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刘豪兴、朱少华，1993）。正规的社会教化机构包括
学校、家庭等，非正规的途径则包括同龄群体、大众媒体等。个体内化是指“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
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动反应模式的过
程”（刘豪兴、朱少华，1993）。 

社会化可以分为初始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等。初始社会化发生在生命早期。继续社会化是在初始社会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学习新的知识、学习群体和社会的文化。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是随着流动人口时代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新
的任务，因此也是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由于社会化的非正式途径， 即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等都已被国际承认为有效
的艾滋病教育模式，如同伴教育的推行，艾滋病公益广告的发行等等。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继续社会化
的正式机构，即家庭、单位、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以及选择流动人口最易内化的正式教育模式。 

（一）家庭教育情况  

     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对外出打工的子女很少会有关于艾滋病的教育（见表五）。77.3%的家长完全没有提过这
方面的知识，11.2%的家长偶尔提过。  

  

类别  途径  流动人口  1997年大学生  2001年大学生  20～24岁人口  

日
常
接
触
 

握手  7.0 4.3 1.4 49．1  

共用碗筷  29.4 18.3 15.4 73．9  

用别人被褥  18.2 21.1 14.7   

一起洗澡  19.6 29.9 20.7   

性
传
播
 
 

接吻  28.0 45.2 35.9   
爱上同性  22.4 13.0 10.5   
戴避孕套性交  11.2 30.5 24.0 82．4  
不戴避孕套性交  33.6 5.7 3.1   

血
液
传

播
 

给对方输血  58.0 58.2 60.9   

输入对方的血  27.3 40.9 40.4   

共用注射针头  28.0 6.5 4.4   



表五：家庭教育情况  

  

家长对子女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家长自身对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了解多少还有待考察。其
次，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通常将HIV感染者与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联系起来。HIV感染者被视为正是由于自己行为的不
道德，譬如同性恋、嫖娼、杂乱性关系，吸毒才染上该病，所以是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在一些人看来，艾滋病是极端
个人主义和毫无节制享乐主义的产物。因此，家长们羞于向下一代启齿。再次，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使家长和下一
代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当我们问及他们多长时间回家一次时，15.5%的人回答“半年一次”，一半左右（50.7%）的人
回答“一年一次”， 11.2%的人回答“一年以上一次”，和父母一起流动，一起居住的有4.2%。家长与子女的长期分
离，使得家长的教育机会大大减少。 

那么父母的教育是否对青年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的积累产生显著作用呢？经Anova分析发现，父母的教育并没有产生
显著影响（sig=.283）。 

（二）单位教育情况  

在我们调查的31家单位中，只有1家商场提供过有关的宣传教育。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就业的单位大多集中在私营企
业。由于单位体制的解体，“企业办社会”模式的瓦解，个人和单位的关系日益“简单化”，企业对包括 “生殖健康”
在内的一些社会服务已不再干涉。因此幻想单位为流动人口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是不切实际的。 

（三）社区教育情况  

调查显示，目前社区承担了一定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功能。当我们问及，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有没有关于艾滋病的一些
宣传和教育时，7.7%的流动人口回答“一点都没有”，大部分人回答“有，但不是很多”和“一般”，也有总共20%左右
的人回答“比较多”或“非常多”。那么，社区教育的客观效果怎么样呢？它有没有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积累产生
显著影响呢？我们把 “比较多”和“非常多”归为一类，其余归为一类，进行Anova分析，结果发现，社区教育对流动
人口的艾滋病知识积累产生了显著影响(sig<.05)。如表七所示。 

                                                             

表六：社区教育情况  

  

表七：社区教育与艾滋病预防知识  

F值（F-Ratio）=5.372；自由度(df)=1；显著度(sig)=.022 

选项 频数 比例 累积百分比 
完全没有 111 77.6 77.6
偶尔提过 16 11.2 88.8
不知道，忘记了 10 7.0 95.8
比较多 3 2.1 97.9
非常多 0 0 97.9
总数 140 97.9 97.9
缺失 3 2.1 100.0
总共 143 100 100.0

选项  频数  比例  累积百分比  

一点都没有  11 7.7 7.7 
有，但是不多  46 32.2 39.9 

一般  58 40.6 80.4 

比较多  18 12.6 93.0 

非常多  10 7.0 100.0 

总共  143 100.0   

  社区教育比较少 社区教育比较多 
均值 8.0 8.8
标准差 0.2 0.3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7.7 8.1
上限 8.3 9.4



  

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由社区担任是必然的。目前，随着社会的转型，诸多社会职能逐步从单位向社会特别是社区让
渡，社区建设逐渐兴起，社区承担了包括生殖健康等在内的大量社会服务功能。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依托社区对青年
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预防教育是有效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羞于直接向他人咨询、请教艾滋病预防知识，
难以形成“沟通理性”（哈贝马斯，1994/1985）。我们的调查也显示，22.8%的人认为“害羞”是阻碍艾滋病知识获得
的主要原因。而社区性教育是潜移默化的，通过宣传画、黑板报等的目睹，避开了面对面的尴尬，起到 “于无声处起惊
雷”的作用。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工作地和居住地是两者合一的，他们整天就生活在狭小的厂区（也是生活区）内，即使
在业余时间他们也大都愿意留在所在社区里面，客观上造成了流动人口对所在社区的依赖。因此可以说社区就是他们的
整个生存世界。社区教育对流动人口产生显著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各种社会教化机构的比较  

社会教化的途径有许多种，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单位、社区等正规社会化机构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影响。那么哪一
种形式的权威性最大，与流动人口的亲和力最强呢？因此，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最愿意以哪种形式
开展艾滋病教育？”，回答情况如表八所示。  

72.7%的流动人口选择“社区教育模式”，只有少数选择了“父母教育”或者“单位教育”。  

表八：流动人口对教育模式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客观效果上还是主观愿望上，流动人口都愿意内化社区教育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社区教育是适合流动人口的艾滋病教育模式。  

我国拥有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有着健全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建设为契机，依托该
体系把包括艾滋病教育在内的生殖健康教育延伸到流动人口中去，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因此，随着社会的转
型，社区必将在此方面发挥巨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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